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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研究专辑

主持人语：
中国书院的制度与精神，均是两宋时期奠定的，所以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精

神之所寄在书院。本辑论文的重心在两宋时期的书院，特别是探讨了宋学与
书院的关系，由此彰显了中国书院的学术成就与教育特色。今年恰值岳麓书
院创建１０４０年，宋学精神也一直是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与教育传统。这一专
辑亦是一个岳麓书院１０４０年的纪念专辑。

（朱汉民教授）

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朱 汉 民
（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８２）

　　［摘　要］范仲淹在创通经义、革新政令与书院讲学三个方面，奠定了宋学的学术精神。特别是他推动的庆历

兴学与书院教育，使他成为宋学的开创者、奠基人。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阳书院的学缘关

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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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学”是继“汉学”之后，在中国学术史上最重
要的学术形态。但是，这一重要学术形态的开创者、
奠基人是谁？在千年以来的学术史编撰中，向来是

见仁见智。本文同意当代学界一些学者的看法，不

是“宋初三先生”，而范仲淹才是宋学的开创者和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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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人。①

钱穆先生对“宋学精神”有一段精当的论述，他
说：“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
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令，其事至荆
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
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②“宋学”虽然主要是
一种新的学术形态，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教合一的背
景下，作为“教”的学术与作为“政”的治国总是紧密
互动的。我们认为，范仲淹之所以能够成为宋学的
开创者、奠基人，恰恰在于他在创通经义、革新政令
与书院讲学三个方面，奠定了宋学的学术精神与学
术形态。
这里，拟以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为背景，探讨他

推动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以确立他在宋学史上
的奠基地位。

一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

钱穆先生为什么要将“宋学精神”与“革新政令”
紧密联系起来？后者主要是“政”而不是“学”。其
实，我们可以做两个方面的理解和解读：其一，“革新
政令”包括学术、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改革，这种文化
教育方面的政令改革，大大推动了“宋学”的兴起和
发展。其二，“宋学”之“学”本来就表达出强烈的经
世追求，而宋士大夫的“革新政令”则是这种经世之
学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所以，我们首先通过探
讨范仲淹革新政令的庆历新政，进而论述范仲淹及
其庆历学术集团为实现革新政令、创通经义双重目
标的书院理念与实践。
范仲淹是一位寒门子弟，经过青少年的刻苦学

习、艰难奋斗，成就为北宋前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
家。这一切，与他年轻做秀才时即“慨然有志于天
下”③有关，他是沿着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勉励
自己，他后来的创通经义的文化建设与革新政令的
经世实践是紧密相连的。早在天圣三年（１０２５年）
范仲淹任大理寺车丞的时候，他就撰有《奏上时务
书》，提出了关于救文弊、复武举、革赏延、兴师道等
一系列革新政令的主张，这些主张是他后来推动的
庆历新政的先声。接下来的天圣五年（１０２７年），他

又有《上执政书》重点阐发了他关于吏治改革的思
想；天圣六年（１０２８年），他再次上书陈述其革新政
令的思想。
范仲淹独特的政见、经世的才能逐渐得到同僚

的认可，也因此而得到朝廷的重用。庆历四年以后，
范仲淹开始进入朝廷的权力核心，担任了枢密副使、
右谏议大夫，复除参知政事等，他因此而更加系统地
提出有关革新政令的改革思想。在《答手诏条陈十
事》中，他全面提出革新政令的主张，包括有明黜陟、
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
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事”，从而全面启动了历
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但是，范仲淹在庆历年间
推动的革新政令，侵犯了朝廷一些权贵的既得利益，
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集团受到权贵集团的排挤与打

击，范仲淹被贬外放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庆历新政
也随之夭折。但是，范仲淹推动的革新政令的改革
活动，却对北宋的学术思想变革、教育制度创新产生
了深刻影响，特别是推动了宋学的兴起和发展。
范仲淹的革新政令原本是因宋初的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教育的积弊而起。所以，在范仲淹倡导
的政令改革中，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个
方面。首先，范仲淹对以整肃吏治与人才选举为重
点的政治改革十分关注，在他给朝廷一系列上书中，
鲜明地表达了对吏治改革、科举改革的主张。他在
天圣五年的《上执政书》中写道：“固邦本者，在乎举
县令，择郡守，以救民之弊也。厚民力者，在乎复游
散，去冗僭，以阜时之财也。重名器者，在乎慎选举，
敦教育，使代之不乏材也。备戎狄者，在乎育将材，
实边郡，使夷不乱华也。杜奸雄者，在乎朝廷无过，
生灵无怨，以绝乱之阶也。明国听者，在乎保直臣，
斥侫人，以致君于有道也。”④他倡导的吏治整顿、科
举改革就是要从政治上解决宋朝建国以来的种种积

弊。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所实施的革新政令，即他的
《答手诏条陈十事》中，也是以“明黜陟”、“精贡举”、
“择官长”、“均公田”等一系列措施，以解决吏治败
坏、官员冗滥等严重问题。他特别强调：“历朝之政，
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⑤

其次，范仲淹所推动的革新政令也涉及经济、军
事领域。范仲淹对宋朝的种种积弊，有大量是涉及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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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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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兴：《思想的转型———理学发生过程研究》下篇，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三卷第４９章，李存山
撰：“范仲淹与庆历学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４页。
钱穆：《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７年版，第７页。
《范文正公集》，补编卷二，《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范仲淹全集》，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０８９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１８４。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４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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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军事领域。他在《上执政书》中所涉及的问题，
是将经济、军事放在十分重要地位的：“今朝廷久无
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
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①其中主要涉及经济军
事方面。而在他推动的庆历新政“十事”之中，关于
“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等等，均是
在经济、军事领域的政令改革。如他对“厚农桑”一
事说：“今国家不务农桑，粟帛常贵。江浙诸路岁籴
米六百万石，其所籴之价，与辇连之费，每岁共用钱
三百余万贯文。又贫弱之民，围于赋敛，岁伐桑枣，
鬻而为薪，劝课之方，有名无实。故粟帛常贵，府库
日虚，此而不谋，将何以济？”②他推动的厚农桑、减
徭役的革新政令，就是希望解决这些弊端。
其三，范仲淹的创新政令体现在文化、教育、学

术等领域。中国有一个久远的思想传统，就是将学
术思想、文化教育作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是儒家士大夫的重要政治理念。面对北
宋初年以形成的一系列积弊，范仲淹认为最根本的
是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问题。他在天圣五年的《上
执政书》中写道：“今天下久平，修理政教，制作礼乐，
以防微杜渐者，道也。”③他希望限制佛老之书，在文
化思想领域复兴儒家之道以“修理政教，制作礼乐”，
以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儒教式的文明国家。他也特
别强调与学术思想相关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的改
革，他指出“某谓用而不择，贤孰进焉？择而不教，贤
孰继焉？宜乎慎选举之方，则政无虚授；敦教育之
道，则代不乏人。今士材之间，患不稽古；委先王之
典，宗叔世之文，词多纤秽，士惟偷浅，言不及道，心
无存诚。”④范仲淹的文化教育改革涉及两个层面：
一个是制度层面，即进行学校制度、选举制度的改
革，从制度上保障人材的培养、人材的选拔，满足国
家对人材的需求。另一个是学术思想层面，即学校
教学和科举考的内容，强化“明经”（求体）与“策论”
（达用）的内容要求，特别要能够“敦之以《诗》、《书》、
《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⑤。

二　范仲淹的学术更新与教育改革

推动“庆历新政”运动的主体是以庆历新政为首

的士大夫集团。朱熹指出：“文正公门下多延士，如

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

业。”⑥他们认为要推动革新政令的深入开展，必须

将学术思想、文化教育的革新置于首位，他们推动了

儒学复兴、学术更新、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化—教育

改革。尽管他们的庆历新政作为一项政治改革是失

败了，但是作为一项学术思想的更新、教育文化的变

革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首先是推动儒学的复兴与发展，促进了“宋学”

的兴起。庆历士大夫的学者群体推动儒学革新，催

生了一种新的学术形态———宋学的出现。范仲淹本

人在儒学的创通经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究

心的《易》学、《春秋》学成为宋代经学中关注度最高、

著述最多的领域。范仲淹的易学开宋学义理易学之

先，对胡瑗、程颐的义理易学有引领作用。同时，范

仲淹又以《春秋》学传授孙复，孙复成为《春秋》学大

家，并影响了宋代《春秋》学代表人物胡安国。在庆

历新政的士大夫集团中，包括有范仲淹、孙复、石介、

胡瑗、李觏、富弼、刘敞等一大批在历史有影响人物，

这既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学术文化集团。作

为政治集团，他们发动了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运

动，推动了整饬吏治、改革科举、砥砺士风、兴办教

育、劝课农桑、强化武备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

化、教育领域的全面革新。这是宋朝第一场革新政

令的运动，其维持的时间不太长。由于改革触及了

权贵的利益而受到抵制，随着范仲淹等退出权力核

心，庆历新政从政治上说是失败了。

但是，庆历新政的士大夫集团又是一个学者集

团，范仲淹、孙复、石介、胡瑗、李觏、刘敞均是宋初的

著名学者，所以一致推动宋学兴起的不仅仅是范仲

淹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学者集团。范仲淹门下

的胡瑗、孙复、石介被称之为“宋初三先生”，他们在

宋学发展史上具有“先驱”者的地位。南宋学者黄震

评价说：“师道之废，正学之不明久矣。宋兴八十年，

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其学教

授，而安定之徒最盛，继而伊洛之学兴矣。故本朝理

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⑦二程为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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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１８３页。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４８２页。
《范文正公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１８４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１９０页。
《范文正公文集》卷九，《上执政书》，《范仲淹全集》，第１９１页。
《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巻十一，《文津阁四库全书》４４７册，第３６１页。
《黄氏日抄》卷四十五，《文津阁四库全书》７１０册，第１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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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确是宋学的大宗，以至于元明清时期学界一谈
“宋学”，均会联系到程朱理学，然二程理学之开端，
则是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特别是胡瑗还与二
程之学有密切的学术渊源关系。由此可见，以范仲
淹为首的士大夫集团，是最早推动宋代儒学复兴和
发展的主要力量，亦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发展阶段
即“宋学”的奠基人。
其次是推动教育的改革，并且产生了重大的历史

影响。范仲淹推动儒学的复兴与更新，是为了解决宋
初的士风与吏治问题，而儒学的复兴、更新，则必须通
过教育途径方可实现。所以，范仲淹在《上时相议制
举书》中指出：“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
劝学；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
大，才大则功大。”①从儒学复兴的“宗经”，到发展教育
的“劝学”、“育材”，再到吏治澄清、政无虚授的政令革
新，这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所以，崇儒宗经、劝学
育材均是庆历新政的有机组成部分。范仲淹一生重
视教育，将发展改革学校教育、推动书院教育作为自
己的神圣使命。一方面，他自己潜心从事教书育人，
天圣五年曾受宰相晏殊之邀，掌应天府府学（即应天
府书院），他“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
之。”②他善于引导学人，庆历元年（１０４１年）张载来
谒，他“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
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③张载后来成为宋学
中的一代宗师，实与范仲淹的教诲有关。另一方面，
范仲淹特别重视建设、发展地方学校。景祐二年
（１０３５年），他在苏州奏立郡学，并聘胡瑗为州学教授。
胡瑗以“经义”、“治事”二斋分斋教学，其创立的“苏湖
教法”成为宋代教育改革的典范。范仲淹的庆历新
政，充分表达了他的教育改革理念，他认为：“今诸道
学校如得明师，尚可教人六经，传治国治人之道。而
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
而移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
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
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④

三　范仲淹的书院理念与实践

宋学兴起与教育改革，直接影响并导致书院教

育的发展的创新。要探讨范仲淹对宋学的奠基地

位，离不开他以及庆历士大夫集团关于书院教育的

理念与实践。钱穆先生认为，宋学追求革新政令、创

通经义，而宋学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所以，这里重

点论述书院。

书院制度萌芽于唐末五代，成型于宋初，是一种

围绕藏书、读书、教书、著书、印书为中心而形成的新

的教育组织。书院最初主要是由民间或“留意斯文”

的士大夫创办，但由于其规制完整、形式多样、成就

突出，很快就得到了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认可和支持。

更加重要的是，这种新型教育组织很快成为新兴宋

学的学术—教育基地。从宋初到庆历的数十年间，

正是书院初兴、成型的重要时期。以范仲淹为首的

庆历士大夫集团，在推动宋学兴起的同时，亦推动了

书院的兴起。

范仲淹对书院教育的推动，主要表现在他与睢

阳书院的学缘关系及在睢阳书院的教学活动。

范仲淹等庆历士大夫中许多都接受过书院教

育，这对他们在后来的新政及书院教育活动均产生

影响。范仲淹就曾就读于应天府书院。北宋初年，

“有戚同文者，通五经业，高尚不仕，聚徒教授，常百

余人。”⑤至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年），应天府民曹诚

在戚同文日舍造学舍一百多间，聚书数千卷，博延生

徒，创建书院，获朝廷赐额“应天府书院”，曹诚任助

教。恰好在大中祥符四年（１０１１年），二十三岁的范

仲淹在应天府书院的学舍中刻苦就读四年之久。他

在书院内“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

刻益苦。”⑥其《年谱》记载，祥符七年时宋真宗谒太

清宫，应天府民众皆前往观之，独范仲淹读书不出，

有人问他为何不去？他说：“异日见之未晚。”⑦范仲

淹在应天府书院的求学经历，对他后来形成有关的

书院理念有重要影响。

范仲淹做官后，竟又获得主持应天府书院的机

会。天圣四年（１０２７年），范仲淹丁忧居南京，次年

应时为刑部侍郎的晏殊聘请，掌教应天府书院。这

对范仲淹来说，正是他进一步完善书院制度、推动书

院教育发展、实现教育改革计划的大好机会。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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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上时相议制举书》，《范仲淹全集》，第２０８页。
《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天圣五年》，《范仲淹全集》，第７２０页。
《宋史》卷四百二十七，《张载传》，第１２７２３页。
《范文正公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全集》，第４７８页。
王应麟：《玉海》卷一百六十七，《应天府书院》，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７５页。
《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全集》，第７１６页。
《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大中祥符四年》，《范仲淹全集》，第７１６页。



第２期 朱汉民：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

掌教书院的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公常宿学中，训智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

身先之，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其后，以文学有声名
于场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①

范仲淹的勤勉教学、积极探索，对正在成型的书
院教育是有积极意义的。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的教
育实践，推进了书院教育的发展与完善，也推动了书
院与宋学的紧密联系。他在掌教应天府书院期间，
还撰写了《南京书院题名记》。在这篇重要的历史文
献中，他一方面记载了应天府书院的创建过程（应天
府是陪都，故又名“南京书院”），将那些在应天府书
院建设过程中的贡献者记录下来；另一方面，他又重
点阐述了自己的书院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应该
说，通过为应天府书院写记，他系统地论述了自己主
持书院教育的理想。他说：
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

时之妙万物焉。……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
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
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
焉。若夫廊庙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
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还可以为乡先生者，亦
不无矣。②

在这篇记中，范仲淹既表达了自己学术观念，即
复兴儒学，回归儒家经典的义理。这种“经以明道”、
“文以通理”的“天人之学”，恰恰是宋学的学术旨趣。
这篇记同时还表达了范仲淹的教育理念，即培养一
种既有“忧天下之心”的人格情怀，又有治国平天下
才能的“卿大夫者。”他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与教育理
念，融入到应天府书院的教育制度建设与教学实践
活动之中，使得应天府书院最早成为宋学的学术基
地与人才培养基地。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范仲淹对官学和书院的

看法。南宋、明代的许多学者创办书院，常常强调书
院办学不同于官学的独特性。但是，在书院成型的
北宋前期，范仲淹倡革新政令的教育改革言论中，并
没有强调书院与官学的差别。他只是强调以儒经培
养人才，倡“经以明道”的学术理念，要求在创办的官
学、书院教育实践中实现这一理念。所以，宋初的书
院与官学之间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应天府书院就承
担了府学的教育职能，并曾于景祐二年改为府学。

北宋庆历士大夫集团，他们均是推动复兴儒学、义理
解的宋学创始人，同时也是创办书院、改革官学的教
育改革者。

四　庆历士大夫集团的书院教育

所以，我们还进一步论述庆历新政的士大夫集
团的书院教育活动，以探讨宋学与书院的密切联系。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恰恰是理学家推崇的“宋初三先
生”孙复、石介与胡瑗。
首先讲孙复与泰山书院。范仲淹掌教应天府书

院时培养了许多杰出的人物，孙复就是其中之一。
孙复家境贫寒，以秀才身份求学于应天府书院，但其
学问极佳，尤精于《春秋》学。范仲淹十分关照孙复
的学业、生活，后正式聘孙复学职于应天府书院，讲
《春秋》学。应天府书院的求学、教学经历，对他的书
院理念形成和书院教育实践很重要。后来他长期居
泰山讲学读书，并创建著名的泰山书院，范成大《衡
山记》中认为它是四大书院之一。泰山书院在泰山
南麓，早在景祐二年（１０３５年）孙复应石介之邀而讲
学泰山，并建有学舍，后经迁建，正式命名“泰山书
院”。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年）石介撰《泰山书院记》，也
是十分重要的书院文献，体现了宋初书院与宋学的
密切联系。其一，这篇文献表达了作为“贤人之穷
者”的孙复创建书院，对复兴儒学的重要贡献，石介
肯定孙复在传承圣贤之道的重要地位，堪比孟子、扬
子、文中子、韩愈。这样，泰山书院就成为宋代复兴
儒学的大本营。其二，这篇文献表达了孙复复兴儒
家圣人之道、经典义理的学术旨趣，提到“先生（孙
复）尝以谓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
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
《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③可见，
孙复在泰山书院著述、讲学的《易》、《春秋》二学，恰
恰体现宋学所要解决圣人之体与圣人之用的根本问

题。基于此，泰山书院初范成大视为四大书院之一，
就可以理解了。
其次讲石介与徂徕书院。石介本来与孙复一

样，均是范仲淹门人，方曾求学于应天府书院，但他
后来又拜孙复为师，执弟子礼，并于泰山建学舍延请
孙复讲学泰山。石介既是“宋初三先生”的重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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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正公文集》，《范文正公年谱·天圣五年》，《范仲淹全集》，第７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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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介：《泰山书院记》，《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九，第２２３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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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宋学兴起作出重要贡献，又是重视以儒家经典
去教育士子的教育家，曾任国子监直讲，对国子监的
复兴有一定影响。另外，就体现在他创办、主持的徂
徕书院。关于徂徕书院的建置历史，因无文献证明，
故不得其详。孙复长期主持泰山书院，称“泰山先
生”；而石介长期在徂徕并主持书院讲学，称“徂徕先
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初，介尝躬耕徂徕山
下，人以‘徂徕先生’称之，因以名集。”①石介的文集
称《徂徕集》，而他主持的徂徕书院，亦在范成大《石
鼓山记》中充分肯定：“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
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②石介的书院理念十
分明确，他在《泰山书院记》中，将道统承传与书院使
命结合起来。他的道统观念非常鲜明：“夫尧、舜、
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万世常行不可易之道
也。……吾学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
不反攻彼也。”③所以，他在徂徕书院讲儒经、传圣
道，就是将道统传承与书院讲学联系在一起了。
其三再讲胡瑗与“苏湖教法”。“宋初三先生”均

是范仲淹的门下，胡瑗亦受到范仲淹复兴儒学、改革

教育的新政影响。他在青少年时期即以圣贤自期
许，研读儒经，故而很快得到范仲淹的赏识。景祐二
年（１０３５年）范仲淹在苏州奏立郡学，即聘胡瑗为州
学教授。庆历二年（１０４２年）胡瑗又掌教湖州府学。
他在苏州、湖州掌教时，创立了著名的“苏湖教法”。
“苏湖教法”的重要特点，就是放弃无用的文辞诗赋，
回归儒学“明体达用”的本旨，分“经义”、“治事”二斋
分种教育。这正体现了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士大夫
集团的学术精神与教育理念，故而受到了当时士大
夫的普遍赞誉，并推广到太学。尽管胡瑗的教育改
革体现在对官学教育的改革，包括州学、大学的教
育，但是，宋初的书院与官学常常是相通的，均是庆
历新政的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苏湖教法”亦
深刻影响到书院教育的创新。欧阳修对胡瑗的教育
成就赞赏不已，他说：“师道废久矣，自景祐、明道以
来，学者有师，惟先生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二人，而
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学，弟子去来常数百人，
各以其经转相传授，其教学之法最备，行之数年，东
南之士莫可以仁义礼乐为学。”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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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成：《石鼓山记》，《衡州府志》卷十三，清乾隆年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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